
怀念北图馆长北大教授王重民先生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徐自强 
 

得悉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办“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暨敦煌写本文献研究、遗书修复、数字化技术国际研讨会”事，心情十分激动，一些与此

有关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历历在目。 

回想过去，最先知道“北京图书馆”与“王重民教授”的名称和名字，是在解放前于一

所中学图书馆兼任图书管理员和建国初期供职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教育科的时候；目睹王

先生尊容，聆听有关讲话，则是在 1956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1965 年北大毕业分

配到北图善本特藏部工作，增多了闻见的机会；当编完了《图书府库》（即《北图简史》）书

稿，参阅了较多的资料后，始对王重民馆长有了较深的了解，萌生出钦佩之情。现在，得知

要纪念他诞生一百年，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不觉要赘数语，以示心中崇敬之意。 

 

<一> 

 

王重民字有三，河北高阳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生于该县西良淀村的一个农民家

庭，兄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十二岁（1914）入高阳小学求学，十八岁（1920）考入保定

六中。其于课余时喜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

响，与同学成立学习马列主义小组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二十二岁（1924）考

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得袁同礼师的介绍，曾利用课余时间到

国图前身“北海图书馆”工作。从此，他与图书馆与目录学结下了不角之缘。其后，又曾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更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 

北师大毕业后，王先生于 1928 年春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供职。其间：1930 年被北图任命

为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 年被北图派往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工作；1938 年再

次被派赴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办事；1939 年欧战事起，转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继续

为北图收集海外资料；1941 年抗战紧张期间，为保护北图善本书事，曾从美国潜回上海活

动二个月；1947 年二月回到北平图书馆供职，任参考部主任；1948 年 12 月，北图馆长袁同

礼到南京“述职”离开北平赴南京（后去美国并在美国辞世），馆务交由王重民先生负责。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国立北平图书馆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王重民先

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代馆长），直到 1952 年 8 月，专职于北大图书



馆专科以后，才从行政关系上离开了北图。 

王先生在北图工作，尤其在解放前夕在大变革时期，膺受重命，渡过难关，保护国家和

人民的财产，功勋卓著，精神可敬。正如他在 1948 年 12 月 21 日和 1949 年 1 月 28 日致全

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所言：“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

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

有经验，没有能力，那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

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

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

福利，”（2）这是一个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声音，一个爱国学

者的声音，今天读起来还为之感泣！ 

王先生掌管北京图书馆后，不仅要谋划北图的事，同时还要筹办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的

事，还要开课，进行学术研究，其工作任务之繁重，时间之忙碌、紧张状况是可以想见的。

下仅以在北图的情况为例，就可见一斑。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方面要参加馆外的

重要社会活动（如 1951 年 7—9 月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工作，

任副团长兼第二分队队长，在江西瑞金等地参观访问；1951 年 8 月以后担任“印度史迹委

员会通讯员”等），主持馆内重大事务（如解放初期北平图书馆接收了“松坡图书馆”后，

经筹备后于 1949 年 9 月 1 北海公园举行“北平图书馆快雪堂分馆”开幕典礼，王先生主持

会议并讲话；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接收“赵城金藏”后，于 1950 年 5 月举行“赵城金藏展

览工作坐谈会”，王先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等等）；同时，还要过问、草拟、签发各种文件、报

告，制定规章制度，检查督促工作的开展等等。仅以签发审定文件一事而言，事情就够多的。

根据已公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统计，王先生在建国前后任职满全年的 1949

—1951 年合计就达 52 件，其中 1949 年 14 件，1950 年 21 件，如 1951 年 17 件，最多时，

一天中就要签发 2 件，如 1950 年 3 月 20 日，1951 年 3 月 9日、3 月 12 日、9 月 22 日、11

月 1 日等，均日发 2 件。于此可知，先生工作之实干苦干精神，是十分可钦佩的。 

先生在北图的工作如此，对当时兼任的北大任务，也不例外。如： 

1947 年初，回国不久，就向胡适建议：北大应办图书馆专科。获准后，亲自主持，先

开办培训班，限招北大中文、历史两系中成绩在 75 分以上的学生，至 1950 年开办了两期。

同年，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讲授《敦煌俗文学》。 

1949 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图书馆专科，亲兼主任，一切活动、事务均由他主持，并开

始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 



1950 年，王先生为图专筹划开设《中国书籍制度史》、《中国图书目录学史》、《版本校

勘学》，亲自主讲《中国工具书使用法》。 

1951 年，先生又筹划北大图专改图书馆学系的工作；开始为已开之《中国目录学概论》

编写讲义。 

1952 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北大校址由城内沙滩迁至西郊海淀，因来住不便，王先

生辞去北图副馆长职务，专职在北大工作。同年，与友人合作，着手将《中国工具书使用法》

讲义改编为《参考书与参考工作讲义》。同时，又亲为图专高年级学生开设《目录学与书刊

评介》课程。 

1953 年，续任图专主任，续开《目录学》与《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课程。 

1954 年，筹编北大图专由四年制改五年制的教学草案和为文化部社管局、北图、北大

图专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使用的《普通目录学》教学大纲，作为教

材。 

1955 年，为北大图专改系作准备，编《普通目录学》讲义，《社会政治书籍目录学》教

学大纲和讲稿，制定《历史书籍目录学》大纲。 

1956 年，北大图书馆专科改为图书馆系，先生任系主任，直至昱年 8 月。又亲授《历

史书籍目录学》，编写《社会政治书籍目录学》讲义。 

1957 年，编写《中国目录学史》讲义纲要。 

由上述可见，王重民先生在建国前后近 10 年左右的艰难岁月里，迎着急风暴雨式的变

革，为国家图书馆的建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创立，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成就和精神不仅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后

辈。笔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

馆工作，从考古改行到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后又主要做行政管理工作，又从搞学术

变化为行政；尤其是从七十年代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北图新馆建设，成为一个搞工程建设的

的人……面对这些不如已意的现实，在思想十分矛盾的情况下，还能安下心来尽力地去完成

所担当的任务，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果，除了组织上服从以外，包括王先生在内的前任馆长

和先辈学者们的影响和榜样的力量，对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王重民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师说：

“王有三（重民）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在有关目录版本之学的研究、教学、



编辑、整理上，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的贡献。”（3）北大图书馆系白化文教授则认为：“王先

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

王先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他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

物，绝不过誉；说他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也是公认的事实。”（4）笔者

作为晚辈后学，对王先生的学术成就，无力再作其评述，只能说在学习前辈和先师的著述、

了解先生的言行过程中也有同感而已。笔者在此想要说的，则是拟从另一个角度再谈一点感

受。 

我们做图书馆工作的人，经常讲到的一个“口头语”，就是要做好“基础工作”。这句话

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说明地基不牢，高楼是要垮台的，即或是

建立起来了，也只能是沙滩危楼，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那么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是什么呢？简

言之就是：各种载体的图书资料的采购征集，各类书刊（包括电子读物）的整理编目，各类

资料目录索引的编制，以及方便快捷完善的服务体系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既便于广大读

者使用，也利于自身工作的发展。这种“基础工作”，图书馆需要，任何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学者也需要。王先生既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当然深知其中的奥妙。

故在他的一生中，这方面的成果也就十分突出。可以说：访书与校书、撰叙录、写提要题跋、

编索引与志书、纂注论集等花去了他大半的时间，半生的精力。 

王先生做基础工作，是从编“索引”开始的。那还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当时，他还

在北师大上学，深得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等大师的赏识，学识也进步很

快。在他二十三岁（1925）时的一天，黎锦熙先生告诉他说：年来出版杂志甚多，可编索引

以纲领之。从此后，有三先生以冲天的干劲，不倦的精力，利用暑假前后的四个月时间，遍

访北京各图书馆，翻阅杂志 59 种，编成《国学论文索引》一部，成书五巨册。后于 1928

年，又利用在北图工作之便进行增补，共得杂志 82 种，集论文 3000 多篇，印刷出版，成为

当时国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5）同时，也开启了国人晓知“索引”之利于科研，因而接踵

地开始了各种专门索引的编制。以此为契机，1930 年北图任命王先生为“索引组”组长。

其后一生中更编制了多种大型索引，如《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5

年出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编辑出版）等等。 

王先生的第二项基础工作，是在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同时，开始了对有关古籍的考察、校

勘和撰写提要、叙录的工作。首先开始的是 1925 年进行的《老子考》。他仿朱彝尊《经义考》、

谢启昆《小学考》之例，又补其所不涉及之版本项目，提要钩录有关《老子》的著作近 500

种。其次是对杨守敬观堂遗书的整理，辑成《日本访书志补》46 篇（1930 年出版），《史略



校勘杂记》（1931 年发表）。其后陆续成书者，有： 

1927 年，编成《四库抽毁书提要稿》（1930 年出版）。 

1929 年，《续修小学考》100 卷，《谢氏小学考校勘记》5 卷，《附辑小学考简目》10 卷，

《清人字说选录》5 卷。这些著述，虽未能正式出版，以利学人，但对王先生学识的增进，

却大有裨益。同年又辑校《列子》一种，编入《西苑丛书》（1930 年出版）。 

1930 年，编李慈铭著《越缦堂文集》12 卷；校辑李著散文 134 篇（北平图书馆 1930

年出版）；又校辑《越缦堂读史札记》，收札记 11 种，王先生多写有跋语（北平图书馆 1929

—1930 年出版）。 

1932 年，校辑《孙渊如外集》5 卷，收录孙之未刊稿篇 91 篇，附骈文 10 篇（北图 1932

年出版）。 

1933 年，继章学诚编志之遗绪，撰成《永吉县志》和《无吉县志》。 

王先生最重要的提要叙录之一，要算在法、英、美三国图书馆工作期间的著述。他在北

平图书馆的派遣下，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了丰硕的收获。 

1934—1936 年，写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并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陆续发表

41 篇。与此同时和其后一段时间，又在欧美各国图书馆和有关人士中收访古书材料，撰成

善本提要 6000 多篇。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善本书提要》时，收录了其中 4400

多篇。又辑《太平天国官书》4 册，1936 年出版。 

1938 年，撰成《伦敦所见敦煌卷子群书叙录》一文，1947 年发表。 

1939 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在美国又撰成提要 1600 多篇，编成《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善

本书录》，1975 年影印出版。其原稿中有些被删去的内容（如板框尺寸，前人题记，重要序

跋等）在编《中国善本书提要》时，得以补刻出版。 

1946 年，撰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收提要 1000 种，

1957 年出版。 

195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先生校辑之《敦煌曲子词词集》。 

1955 年出版《善本医籍经眼录》，著录善本医书数十种。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先生等合辑之《敦煌变文集》，收变文 78 种，成书 8

卷。 

195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敦煌古籍叙录》，此为王先生在法、英访敦煌卷子时所写之

题记，记录和考订的有关内容，主为四部古书的品种。 

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先生编辑之《徐光启集》12 卷，又附录二篇。 



1965 年，出版《<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收考纂修者 246 人，费力颇巨。 

1985 年，后学整理出版《章学诚<校雠通议>通解》四卷，前三卷为注解，后一卷为附

录。附录内容：一为《章学诚目录论文选》，二为《章学诚大事言表》。 

从上述可见，王先生所做的“基础工作”，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成效显著，有益于学

界者，是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述及的。 

尤其可贵的是：王先生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不只是一个“抄书匠”、一个资料员，他还

是一个学者。他是在自己科学研究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在学术研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展开

的。故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就更高。 

那么王先生坚持的学术上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重视材料，

重视考据，但又不繁琐考据；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在实践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客观地、

辩证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得出结论。其中第一点，王先生重视材料、考据的情况，从其所

做的大量“基础工作”中可以得到证明；关于第二点，我想从下面两个实例中可以得到启示。 

第一，王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撰了《顾千里校勘学》（6）一文。先生在该文中所

言，笔者认为：既是对顾千里的评述，也是王先生个人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流露。下抄录

几段，以见一斑。 

“千里的学问是很广博的，版本目录是他的当家学问。但这一学问，必须有广博深厚的

基础，方能做到好处。……在实践经验（墨点为笔者所加，下同）中，千里的版本目录之学，

步步提高。而在这三十多年中间，竟由他转移了旧的风气，造成新的风气。顾千里对于版本

学所以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是由于他在四十年的校书、刻书实践中，既有丰富的经验，又能

辩证地分析问题，而客观地提到理论上面去。”实际上，这些评述都成为王先生一生活动的

影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最后达到的境地。如果我们将“顾千里”换成“王重民”，同

样用这一段话来评述，不是也很贴切吗！？（同样，下引各文也可如是观。） 

“对于古本书的价值，……佞宋者说宋本都好，固然不对，反对佞宋者说‘宋本不足重’

也不对。只有能够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从实践中得到正确的认识。……难能从实

践中发现了不同的问题，或者相反的问题，再把它概括起来，找出一般的原则，才能提高这

门科学的水平。” 

“顾千里的校书方法，是包含着极其客观的观点和很深奥的理论的。很可以称为是他的

校勘哲学。我们承认顾千里是最善于校书的人；但他提出的校书方法是不校校之不方法。这

一方法和精神，贯穿在他的整个校勘之中，并且给他的校勘工作造成了辉煌的成就。” 

“顾千里的校勘学在校和思（就是逮寻致误之源并且判断是非），至少这两方面是并重



的。论断校勘文字的是非，必须与他书相证互通。” 

“顾千里的校勘学所以成功，还由于他始终坚持着客观的方法，与求实态度。” 

“李兆洛首先阐述了清代校勘学的特点，特别推重乾嘉时代，而对于乾嘉时代，他以顾

千里为‘魁杰’，这并非过誉。……李兆洛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 

“顾千里的精神，顾千里的伟大处，是‘是非所在，持之甚力，无所瞻徇’（7）。” 

“顾千里生于清代所谓藏书鼎盛时代。私家藏书的特征是私有，是秘藏；……在这样的

沉重空气中，独独提出秘本的通假，这更表现出了他的进步思想。……直到现在一百五十多

年来，都在受着他的思想影响，这更是他在我国版本校勘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顾千里对于翻刻古书的意义，发表在《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8）里面。……他

认为‘物无不敝，时无不迁，后乎今年’宋元本当‘同三代竹简，六朝油素’一样稀少。所

以他提出了翻刻宋元本的办法，……。办法的总精神，在‘覆而墨之，勿失其真’。这是顾

千里以前的校书家所没有提出的这样坚持真理的办法。”（9） 

笔者此地引用了王先生许多话，只是想表明：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已立下了献身图书

馆事业的宏愿，故用心写了这篇评论。实际上正是先生城肯定顾千里生世言行、功绩成就的

过程中，来确立自己成业之道及开展研究与工作的观点与方法。那就是在行文中多次强调的

实践、求实、客观、辩正、真理等等。为探索先生坚持真理的态度，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

例子。 

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活动编年”（10）中说：“1974 年……6 月，江青在天津‘儒法斗

争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鸷）的《史纲评要》，现正准备出版’。这是‘四

人帮’出于搞政治影射的需要而提出的。不少专家怀疑这部书是托名李卓吾的伪书。为镇住

众人，‘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想让有三从目录学上予以正面的鉴定，借助于他在

目录学上的威信肯定这部书。但有三从学术上研究后，认为是伪书，不肯说出卖良心的话，

因此遭到忌恨。有一次他们发着火指着有三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完会撕去科学的伪装，赤裸裸地加以利诱和威协。这伏下了后来他被诬蔑迫害致死之祸机。”

1975 年 4 月，王重民先生在‘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下在颐和园含冤而逝，了却一生。笔

者认为：王先生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出卖良心而殉“志”之精神，是无可非议的，

是坚持真理的一个典型事例。 

王重民先生在图书馆辛劳一生，为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基础工作，为我们

今天以至后人都作出了表率，其影响是深远的，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和学术史上都应是不可

磨灭的。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三十多年，所做的一点工作，无论是征集资料，公布读者目



录，编制书目索引和资料汇编，还是筹建新馆，组建分馆等等，都总是离不开前任馆长和学

者先师的身影言行，是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就是在继续完

成他们的遗愿。正如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中所言：“有三认为

北京图书馆是国内藏书最丰富的综合性图书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故他提出收购当时流散

全国的善本书，并扩大馆址，增加阅览室，以容纳更多的藏书，供给更多学者研究的建议。

但未获采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于一九八四年在紫竹院北侧，为北京图书

馆建立新馆址，占地 7.12 公顷，可以想见有三以前的计划还是有远见的。” 

 

<三> 

 

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工作成就是突出的，收获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周一良师评他是“研究敦煌古籍很有成绩的学者。”并论述说：“有三先生的研究，正如本书

书名所表示，主要是在敦煌写本遗书方面。他关于敦煌古籍的题记和本书中所收的这些论文，

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参考。……他的工作是高水平的；在今后若干年里，他的研究成果将

始终是可信赖的。”（11）白化文教授的评述，则是称王先生为“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

的代表人物，绝非过誉。”并具体论述道：“以敦煌学说，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王国维、陈寅

恪、罗振玉等先生以后，远赴欧洲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学者中，公认成就最高，后来成为学

术带头人的，是向觉明（达）先生和王先生。王先生在敦煌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厥功尤伟。”

又说：“以敦煌学而言，1934 年夏，王先生奉派去法国与英国工作，直至 1939 年欧战开始

后撤离。这五年多时间，大量地接触了伯希和与斯坦因盗去的遗书材料，所得甚丰，从材料

搜集等方面奠定了以后研究的基础。这段时期，不但对王先生个人，即便对于国际和我国敦

煌学界来说，都可说是一个高潮时期，黄金时代。据笔者粗略统计，在这五年多时间里，连

节假日统计在内，不算看其它大量汉文材料，如太平天国资料等（起码占去一半工作时间），

王先生每天得看五六个敦煌卷子，并作详细记录。而其所得材料，在王先生逝世十六年后的

今天，尚有未经整理发表者。其工作量之大，收获之丰，实在令人惊叹。”（12） 

上述两位师友的评价，笔者虽系晚辈后学，但通过个人工作实践（如二十年来参与筹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在其中工作，组建北京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整理王先生所摄敦煌照

片，编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与著作等）的体会也有同感，现在，要补充的是另一些感受。 

第一，王先生一生中总能将担负的行政工作与学术科研工作很好地结合，有机地组织在

一起，相得益彰；在学术工作中，又能将基础工作与研究工作巧妙配合，均能成果累累。以



敦煌学为例。王先生在英、法等国的活动，既出色地完成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任务，又为国际

敦煌学，我国“国学”等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如《敦煌古籍叙录》1958 年出版；《太平

天国官书》1936 年出版；《中国善本书籍提要》1983 年出版），同时又撰写了大量具有高水

平的论文(如《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 年出版)等。这种科学合理的利用时间，巧妙的工作

安排的能力，冲天顽强的干劲，刻苦认真的态度等，不仅是难能可贵，而且是给我们作出了

很好的榜样。 

第二，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中，佛经占绝大多数，估计约占 80％ 以上。其内容在二万

卷虽多有重复,有的一种经名达千种以上复本，但不同品种也仍在 400 种上下。在如此浩繁

的经卷中，王先生均能尽力采录，以不废英法之行；同时，还能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正

在编梓之际，于 1962 年挤时间撰写了《记敦煌写本的佛经》一篇，虽非专著，也是达 15000

字的长文。该文对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典籍作了全面的概括与论述。文中虽以汉文佛经为主，

也兼及藏文、回纥文和粟特文。对汉文佛经的叙述：道先讲佛经在中国国内翻译的情况，敦

煌石窟寺写经、藏经的历史，封藏的原因；次及敦煌藏经洞写经发现后，被外国探险家掠夺

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藏经的现状；第三分析佛经内容及其特点(如复本的差异、书写的特征、

尺寸的长短、题记的早晚等)，以及北魏、隋唐、吐蕃与张氏、曹氏等时期写经的简史；第

四讲写本佛经的价值及考证、研究、利用的情况；第五介绍有关三阶教、禅宗、藏传佛教的

有关经典及相关问题的考述。由此可见,该文是对敦煌佛教写经高度概括与初次总结的宏文,

是一篇整理研究敦煌佛经写本的纲领性文献。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功底与水平。尤其作者还在

文中号召并希望我们继续工作,以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王先生说：“敦煌佛经中的古写本与

古佚本,对于校补宋元藏经来说,还有很大的功用,而这一功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3） 

笔者与有关同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编辑出版了《敦煌大藏经》一部，虽已出版了

正编（计 63 册），收集了经卷约万卷，并将每卷内容与当时正在出版的汉文版《中华大藏经》

（正编）的相关经典做了校勘，注出了相对应的页码，利于学人使用研究，但还有《续编》

（计 17 卷）未能出版，（且拟将敦煌出土的古佚本古写本佛经全部收录在此篇），故而编大

藏经之初衷未能完全实现。王先生所指出的“古写本古佚本……这一功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的任务，亦未能完成，深感遗憾。看来，这只有待来日的工作了。但是，无论如何，王

先生的号召是强有力的，我们作为晚辈后学，应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作为，这才是对前

辈先师的最好的怀念。 

2003 年 4 月于京华寓庐 

 



注  释： 

（1）刘修业编《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载《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后文中凡再引用此文材料者，不再一一出注。 

（2）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

921—922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10 月出版。后文中凡再引用此书材料者，不再一一

出注。 

（3）王重民著《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华书局 1994 年 4 月出版。 

  （4）王重民著《冷庐文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2 月出版。 

（5）见注（1）。 

（6）此文无具体撰写年代，1980 年 3 月《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 年第一期发表

此文时，只注“此稿由郭建文同志整理。”一语。查刘修业编《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

编年》中 1931 年节有“在清代学者中，他最推崇章学诚之校勘学”语，1932 年节有“他留

意清代学者的辑佚工作，撰写《清代两个辑佚书家评传》，还拟编辑《辑佚书目》为辑佚书

进行一次总结，……他又留意清代学者集外集的编辑，辑《孙渊如外集》五卷。”等等。据

此环境分析，笔者推定其文可能作于此时期。 

（7）此小段“引文”为李兆洛对顾千里的评语，王先生借此以表已意。 

（8）此引书名，载顾广圻著《思适斋集》第十二卷中。 

（9）本引文中之王先生语，均见《顾千里的校勘学》（在刘修业编《王重民教授著述目

录》中称为《顾广圻的校勘学》名称有异）一文，载王重民著《冷庐文薮》一书 103—114

页。对顾千里笔者也是十分敬重的。鉴于他对金石资料的重视，北图金石组又有“顾氏石墨”

的专藏。因此，在整理“专藏”和学习之时，也曾拟对顾千里写点评议，但因认识有限，又

忙于行政工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只走了第一步，编著了《顾广圻石刻题跋选录》

和《<顾氏石墨>概述》等文在《文献》与《文物》等刊物发表后，即停止了，有些遗憾。当

时王先生此文未发表，无缘受教。1992 年发表此文时，又时过境迁也无思再提笔，今写此

文时，再读一遍，实觉先生在此文中早已说过了笔者想说之话，而且高出许多。欣欣然，不

觉有憾焉！ 

（10）载王著《冷庐文薮》912—913。 

（11）见注（3） 

（12）上述两段引文，均见注（4）。 

（13）王著《敦煌遗书论文集·下编》304 页。 


